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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高僧蕅益智旭《周易禅解》，是援引佛学思想解说《周易》经传的代表作。本文通过解读文本发现，《周易禅解》也蕴涵着大量的儒学思想，主要是孔孟学派、程朱学派、陆王学派的思想。智旭援引儒学的思想来解说《周易》，使儒学与佛学的思想在易理的层面上得到融会贯通，为其阐发“易佛相通”、“三教合一”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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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禅解”《周易》，并不是仅仅运用佛学思想而已，而是同时广泛吸收了先秦时期以来儒学各派的思想观点，如文王、周公等先圣的人格精神、孔子、孟子的仁义之学、汉代的天人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和心学等等。当然，并不是简单的苟同和“融汇”，而是有批判的吸收，即以明确的佛家心性学理论，把这些同源异流的思想贯通起来。所以，《周易禅解》[1]中也蕴涵着较为丰富的儒学思想。从所蕴涵的儒学思想内容来看，主要是孔孟学派、程朱学派、陆王学派的思想。有鉴于此，以下就以这三个学派的思想特点为参照系来考察《周易禅解》书中儒学思想蕴涵的分布情况，并简要说明智旭是如何把这些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的。

一、阐扬孔孟修身治国之道
    《周易》不仅是趋吉避凶的圣经，也是修身治国的宝典。智旭以佛法解《易》，不但没有抹杀《周易》固有的特性和功用，反而把大量的佛法内容拿来与《周易》的修身治国之道相融通。为了能更好地疏释卦爻辞寓含的义理，智旭也常直接援用孔子和孟子等儒学先辈的思想来加以解说，或是从卦爻辞中阐释出与儒家思想契合的为人处世、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因此使《周易禅解》在佛光禅影的映照下仍然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正统儒学色彩。智旭在阐扬孔孟修身治国之道上，主要有三方面的体现：

    第一，直接援引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经典著作文句来疏释易理。从智旭所援引的先秦儒家经典种类来看，主要有三种：

一是孔子编订的经典，有《尚书》、《诗经》、《礼经》。引用《尚书》的词句来疏释卦爻辞义理的有多处，如解《兑》卦辞“亨利贞”曰：“《书》云：无拂民以从己之欲，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此处主要是阐扬“以民为本”、“治国以正”的思想来解说处“兑”之时如何自得“亨利贞”的义理。又如解《大壮》初九爻曰：“《洪范》所以有‘高明柔克’之训，正为此耳。”此处主要是借《尚书·洪范篇》的圣训来阐扬为人治国不能“以大为正”、“以壮为大”、“以正为壮”的义理。再如解《家人》九五爻曰：“假，大也。《书》云‘不自满假’，《诗》云‘假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义。”此处也引用了《诗经》的词句，主要是据《诗》《书》的释义来理解爻辞“王假有家”的含义，从而阐扬“王居天位”应“大道为公”、“乐民之乐”的义理。引用《诗经》的还有，如解《贲》初九爻曰：“正犹《诗》所谓‘素以为绚’。”此处借《诗经》赞美白色为“天下之真色”的诗句来阐扬处“贲”之初应“抱德隐居，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而不能“有事于矫饰”的义理。引用《礼经》的也有一处，如解《涣》卦辞之《象》曰：“‘风行水上’，不劳力而波涛普遍，先王‘享帝’以事天，‘立庙’以事先，尽其一念诚孝，即足以感通天下，恩波亦无不遍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此处主要是借《礼》的内容，结合处“涣”之道应“上以悦祖考，下与民同乐”，来阐扬“以孝治天下”的义理。

二是孔子的语录，主要就是孔门弟子辑录的《论语》。引用《论语》的词句有多处，直接明用的，如解《无妄》六二爻曰：“孔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又云：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此处主要是借孔子的话阐扬处“无妄”六二爻“惟以求志达道为心，而毫不以富贵利禄为念，乃利有攸往而不变其塞”的义理。

三是《孟子》的文句。引用《孟子》的有多处，直接明用的，如解《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曰：“孟子所谓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也。”此处借孟子的话来阐扬治国用兵之道，即所谓“师出苟不以律，纵令徼幸成功，然其利近，其祸远；其获小，其丧大”的义理。又如解《明夷》卦九三爻《象》曰：“《象》云‘南狩之志’，犹《孟子》所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纂’也，辞义懔然。”此处借“伊尹之志”与“武王伐纣”的典故来阐扬“持之以贞”的用兵之道。再如解《系辞下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一段曰：“欲慎其动，当辨君民之分于身心，孟子所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也……所谓‘志壹则动气’，故是‘君子之道’……所谓‘气壹则动志’，故是‘小人之道’。”此处主要是借孟子的观点来阐发儒家的君民之道。

第二，直接化用孔、孟等儒家著作中的名言典故来疏释义理。所谓的直接化用，概指引用经典的名言典故而不注明出处。这一类也有三种：

一是化用先秦经典中的典故，一般都与史初圣贤的故事有关，但不知具体是记载在哪本经典。这种事例不少，如解《乾》、《需》、《履》、《剥》、《复》、《明夷》、《遁》等卦的六爻辞义都用此例。不妨就以解《履》卦为例：解初九爻云“此如伯夷、叔齐之履”，解九二爻云“此如柳下惠、蘧伯玉之履”，解六三爻云“此如项羽、董卓之履”，解九四爻云“此如周公吐握勤劳之履”，解九五爻云“此如汤、武反身之履，亦如尧、舜危微允执之履。或云：此是诫辞，恐其为汉武也”，解上九爻云“此如尧、舜既荐舜、禹于天，舜、禹摄政，尧、舜端拱无为之履”。不难发现，此处除了六三爻外，其余五爻的义理都是直接化用先秦名人的典故来阐释，从而说明处“履”之时应该效仿善“履”者“以柔履刚”，才能步履在光明大道上。

二是化用《论语》的名言典故。如解《晋》卦六三爻《象》：“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故曰‘志上行’也。”此处主要是借孔子的话来阐扬“当晋之时”应“顺体裕养”以“自昭明德”的义理。又如解《睽》卦初九爻《象》“见恶人以辟咎也”曰：“纵遇‘恶人’，不妨‘见’之，可以‘无咎’，劝其勿以善恶二吾心也。如孔子见季康子，见南子，见阳货等，皆所以‘辟咎’耳，岂真有所利之也哉！”此处主要是借孔子善于“辟咎”的典故来阐扬处“睽”之初应“知同异”而使“得失泯，善恶融”的义理。再如解《兑》卦辞之《象》“君子以朋友讲习”曰：“讲而不习则罔，习而不讲则殆，讲则有言不背于无言，习则无言证契于有言。又讲则即无言为有言，习则即有言成无言矣。”此处是套用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来阐扬处“兑”之道。再如解《小畜》初九爻曰：“初九刚而得正，克己复礼，天下归之，故‘吉’。”此处是化用孔子重要的仁学思想来阐发“修文德以来远人之任”的义理。

三是化用《孟子》的名言。如解《比》上六《象》辞“比之无首，无所终也”说：“且从古及今，无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四谛以苦居初，佛称八苦为师。苦则悚惕而不安。悚惕不安，则烦恼海动，而种智现前矣。”此处以孟子的名言为至理，并与佛教的烦恼之苦相对释，从而阐发“以苦求乐”、“以苦为师”的道理。又如解《家人》卦九五爻《象》“王假有家，交相爱也”曰：“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天位，以六合为一家者也。大道为公，何忧恤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交相爱’。”此处化用孟子“与民同乐”的名言来阐扬君王治国应该“中正爱民”的道理。再如解《蹇》卦辞曰：“惟‘大人’能济‘蹇’，惟正道能出‘蹇’，‘蹇’故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吉’。”此处也是化用孟子的名言来阐发应以正道拯济蹇难方能“贞吉”的道理。再如解《系辞下传》“天下何思何虑”曰：“夫心之官则思，而不知思本无可思也。”此处主要是针对《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的观点展开“思与无思”的再思辨。

第三，直接根据先秦儒家的伦理纲常来阐扬修身治国之道。这方面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因为智旭在解《易》时常常依据卦爻辞的义理来阐扬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些思想又与儒家的思想暗合。不妨根据智旭所解说的义理，分成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通过解说卦辞及其《彖传》、《象传》义理来阐扬修身治国之道。解卦辞义理的，如解《小畜》卦辞云“约世法，则如垂衣裳而天下治，有苗弗格”，解《豫》卦辞云“约世道，则圣德之君，以谦临民，而上下胥悦”，解《观》卦辞云“约世道，则以德临民，为民之所瞻仰”，解《颐》卦辞云“约世道，则畜德以养天下”，解《蛊》卦辞云“治既为乱阶，乱亦可以致治”，解《睽》卦辞云“夫善修身以齐家者，则六合可为一家”，解《明夷》卦辞云“‘明入地中’，其光不耀，知‘艰贞’之为‘利’，乃所谓‘用晦而明’，合于文王、箕子之德矣”。解《彖》《象》义理的，如解《遁·象》云“约圣学者，天君为主，百骸德命，耳目口腹之欲不能为乱也”，解《师·彖》云“用众以正，此王者之道也”，解《噬嗑·彖》云“王道以正法养天下”，解《丰·彖》云“明而不动，动不以明，皆非王者之道”。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如解《损》卦辞指出：“凡为上者，必其劳而不怨，欲而不贪，真足以取信于民，则虽损之而‘元吉无咎’；凡为下者，必以‘可贞’之事‘益上’，勿贡谀，勿献异，勿开劳民伤财种种弊端，则‘利有攸往’；盖下事上，犹人事天地、鬼神、祖宗也。”此处主要是发挥处“损”之义来阐扬为官之道，思想颇具儒家色彩。

（二）通过解说爻辞及其《象传》义理来阐扬养人治国之道。这方面是就解六爻辞义而言。如解《屯》卦六三爻辞云“欲取天下，须得贤才”，解《屯》卦九五爻辞云“以贵下贱，乃能得民”，解《师》九二爻《象》云“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故‘三锡命’于贤将，即所以‘怀万邦’”，解《观》卦初六爻云“君子如童幼，则无以治国平天下矣”，解《临》卦初九爻云“约世道，则干蛊贵刚勇，临民贵仁柔”，解《旅》卦六五爻《象》云“盖以人合天，天必祐之，名为‘上逮’”。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如解《否》卦九五爻指出：“然患每伏于未然，乱每生于所忽，故必念念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如系物于苞桑之上，使其坚不可拔。”又如解《未济》上九爻指出：“然君子之于天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苟一任享太平乐……吾信其必失今日此乐，以彼不知节故。”此两处引文都是借爻辞来阐扬治国守天下的大道理
，而所根据的思想原理都是来自《系辞下传》“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可见其对孔子思想的重视。

（三）通过解说卦爻辞的义理来阐扬为人处世之道。这方面是就整卦的解释而言。如解《遁》卦，由卦辞阐发“以退为进”的道理，认为“夫世间之道，久则必变而后通，进则必退而后久”，为人处世要效仿“尺蠖尚屈而后申，龙蛇亦蛰而后震”，善退善遁，与时偕行；在解六爻辞义，还进一步认为“处遁之时，须随其德位以为进退，方不失亨贞之道”，如果是处于“才位俱卑”的境地，应效仿乐正裘、牧仲，“惟固守为宜，不可妄往以取灾”；如果是处于“上应君王”之时，应效仿伊尹，继续“以行其志”，而不被“荣名利禄”所牵；如果是处于“可以有为，而居止极”的两难境地，应效仿“丈人现二子于子路”，“虽不能大有所为，亦须厉勉其精神”，即使“不能治国，亦且齐家”，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为天下人树立榜样，而不可“绝人忘世”、“疾厉逃遁”；如果是处于“上辅下应”的态势，应效仿卫武公“承天子之德，抚天下之民”，不可学习小人之“好遁”；如果是处于“刚健中正”的九五君位，应效仿汤王，“当此遁时，虽有英明神武作略，不露才华”，而能“嘉美贞吉”；如果是处于“尊居师保之位”，应效仿姜太公，虽“望隆于天下”，但不“自伐其德”。总起来看，智旭对“远遁”之术的详细阐解，目的是充分说明《周易》所有卦爻的义理都为人们为人处世、修心成佛提供了有效合理的方法，尤其是对于身处逆境的人。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引证，我们可以断言：尽管《周易禅解》是以佛解《易》的作品，但其中仍蕴涵着大量的孔孟儒家思想。由此可见，智旭在解《易》过程中，不但没有摒弃正统儒家思想的信条，反而大量借助这些思想作为其进入《周易》义理殿堂的敲门砖，以致能在宣扬佛法佛理的同时，也阐扬了爱国爱民的修身治国之道。智旭对世、出世的双重关怀和良苦用心，于此历历可见，真不愧是一代高僧！

二、贯通程朱天地万物之理

    智旭在出家之前，所学的主要是以宋明理学为主。后来虽然转向佛学，但对理学的东西并没有全盘否定。尤其是在九华山一场大病之后，又进一步体悟到理学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四书蕅益解自序》开篇所说：“蕅益子年十二，谈理学而不知理；年二十，习玄门而不知玄；年二十三，参禅而不知禅；年二十七，习律而不知律；年三十六，演教而不知教。逮大病几绝，归卧九华，腐滓以为馔，糠秕以为粮，忘形骸，断世故，万虑尽灰，一心无寄，然后知儒也、玄也、禅也、律也、教也，无非杨叶与空拳也。”（《灵峰宗论》[2]卷六之一）智旭所谓的“不知”，应该是指不懂得融会各种学术思想；所谓的“知”，也就是指懂得以佛法来融会各种思想。智旭能够晓知各种思想可以融会贯通的道理，无疑为他援佛解《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智旭也把理学融进解《易》的思想中，所以《周易禅解》中也蕴涵着较为丰富的理学思想。根据解读发现，智旭对理学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加以运用而已，而是巧妙地把它融入到佛学的范畴里，使之成为沟通易学与禅学的重要桥梁。本文主要以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为参照体系，来考察《周易禅解》的理学思想蕴涵。智旭在《周易禅解》中对程朱理学派思想的贯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直接援用“理为本原”的思想来界定“易”的特性。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属于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关于“理”，程、朱都有明确的表述。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理也者实也本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天下只有一个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朱子语类》卷一）总而言之，他们的主要思想是把理当作最高的范畴，当作世界的本原，并认为万物都是理所派生的，众理之全体便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散在万物，如月亮印在万川。智旭在解《系辞传》时就是运用这些思想来阐发“易”即“易理”的观点。智旭解《系辞传》最明显的特点是以“理”来论“易”，并且把“理”和“易”统一起来，使“理”、“易”、“易理”三者都变成同一个概念，都具有本体的意义。如解《系辞上传》之前就提出“由易理方有天地万物”，在解《系辞上传》又提出了一系列以理学理论为基础的新观点：如其解“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一句提出：“易理本在天地之先，亦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今言天下之理者，以既依理而有天地，则此理即浑然在天下也。亦以孔子既示为世间圣人，故且就六合内言之。”此处所谓的“以既依理而有天地”明显表明了他乃是借理学的观点而为说。在解“圣人设卦观象”一句提出：“惟其易理全现乎天地之间，而人莫能知也。”此处明显是由理学思想而申发的。在解“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一句提出：“然则‘六爻之动’，一唯诠显‘三极之道’而已。‘三极之道’即先天易理，非进非退，而能进能退；非昼非夜，而能昼能夜。天得之以立极于上，地得之以立极于下，人得之以立极于中，故名‘三极之道’。乃‘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之极理也。”此处的“先天易理”正是程朱理学派的重要易学观点，而智旭援此结合华严“一多相即”的观点来论证“三极之道”与“先天易理”的同一性。由此他很自然地得出一个与佛法颇为契合的新观点：“夫易理既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人而人，是故随所居处无非易之次序，只须随位而安。只此所安之位，虽仅六十四卦中之一位，便是全体太极，全体易理。不须更向外求，而就此一位中，具足无量无边变化，统摄三百八十四种爻辞，无有不尽，是可乐而玩也。平时善能乐玩，故随动皆与理合。”（《周易禅解》卷八解《系辞上传》“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一句）此处智旭明显是把理学“全体太极”的思想加以发挥，并直接与华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相贯通。根据这一理论思想，智旭开始重新来认识“易”和“易理”的关系问题。他在解“神无方而易无体”时说：“神指圣人，易指理性；非无体之易理，不足以发无方之神知；非无方之神知，不足以证无体之易理。”此处开始把“易”和“易理”当作一个“无体”的理性概念，并把“圣人”与“理体”联系起来。于是，在解“不与圣人同忧”时说：“且指易之理体而言，其实圣人之忧，亦不在理体外也。且圣人全体易理，则忧亦非忧矣。”此处把“圣人”也包含在“理体”之内，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圣人“依易理作易书，故易书则同理性之广大矣……该乎事理，统乎凡圣者也”（《周易禅解》卷八解《系辞上传》“夫易，广矣大矣”一段）、“盖自天地设位以来，而易理已行乎其中矣”（《周易禅解》卷八解《系辞上传》“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一句）、“是故圣人依易理而成易书，以通天下之志，使人即物而悟理”（《周易禅解》卷八解《系辞上传》“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一句）、“是以明于借物显理，乃天之道”（《周易禅解》卷八解《系辞上传》“是以明于天之道”一句）、“方知易理无所不在”（《周易禅解》卷八解《系辞上传》“是故阖户谓之坤”一句），即把“易”、“易理”、“易书”又统一在“理”的思想范畴中。不难发现，智旭巧妙借助理学家的“理”，把所有的一切都贯穿在一起，目的是要由“理无二致”的思想来阐明易理与佛理是一致的。

第二，对“阴阳、动静、体用之理”进一步加以发挥。在程朱学派看来，“阴阳之理”也是事物的本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程颐《易说·系辞》，引自《河南程氏经说》卷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卷首）。智旭在解卦爻辞时不仅吸收了这些思想，而且运用佛家“心无实法”、“心外无法”、“万法唯心”的思想加以贯通。对于阴阳，智旭解《系辞上传》所提出的“一阴一阳，则便是全体大道矣”、“阴阳各有动静”等说法，与程颐所说的“阴阳是道”（《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的思想暗合。关于智旭在动静方面的发挥，可以其解《艮》卦的观点为例。《艮》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最富有哲学思辨意味的一卦，历代儒释道的学者都很注重该卦的义理蕴涵。在理学家们看来，《艮》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乃是重在阐明“抑止邪欲”的道理。智旭对此卦辞作了详尽的解说：

夫动与止，虽是相对待法，亦是相连属法，又是无实性法，究竟是无二体法也。不动曰止，不止曰动，此约相对待言也。因动有止，因止有动，此约相连属言也。止其动则为静，止其静则为动，动其止则为动，动其动则为止，此约无实性言也。止即是动，故即寂恒感；动即是止，故即感恒寂，此约无二体言也。知动止无二体者，始可与言止矣。

    夫人之一身，五官备于面，而五脏司之；五脏居于腹，而一背系之。然玄黄朱紫陈于前则纷然情起，若陈于背则浑然罔知，故世人皆以背为止也。然背之止也，纵令五官竞骛于情欲，而仍自寂然。逮情之动也，纵复一背原无所分别，而毕竟随往，故以面从背则背止而面亦随止，以背从面则面行而背亦随行。究竟面之与背，元非二体，不可两判。今此卦上下皆“艮”，止而又止，是“艮其背”者也。“艮背”何以能“无咎”哉？是必“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斯“无咎”耳。身本非实，特以情欲锢之。妄见有身，今向静时观察。其中坚者属地，润者属水，煖者属火，动者属风，眼、耳、鼻、舌异其用，四支、头、足异其名，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毕竟以何为身？身既了不可得，即使历涉万变，又岂有人相可得哉！故“行其庭”而亦“不见其人”，此则止不碍行，即行恒止，故“无咎”也。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智旭所谓的“虽是相对待法，亦是相连属法”，可能是指程朱学派对动静的看法。《周易程氏传》中，解《艮》卦之义云：“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解《渐》卦之义云：“止必有进，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进也，所反亦进也。《渐》所以次《艮》也。”这些论述与智旭所说的相对待法和相连属法非常接近：如智旭说“因动有止，因止有动”实与程颐“动静无端”相类似；智旭说“止即是动，动即是止”其实也与程颐“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相一致。当然，智旭并不是在程朱的思想范畴里原地踏步，而是从动止“无二体”、“无实性”的角度进一步加以发挥，从而阐发出更为深奥玄妙的动静之理。对于动与止的关系，智旭主要是从佛学的思想出发，如其解《艮·彖》认为“止其行而为静，止其止而为动，动静以时，无非妙止”，解《渐·彖》认为“止者，动之源，设无止体，则一动即穷”，解《系辞上传》认为“动静无性”、“动静无非法界”，等等。对于体用的问题，《周易禅解》中也有所论述，比较明显的例子，如解《乾·文言》时指出：“卦言其体，爻言其用，卦据其定，爻据其变。体大用亦大，体刚健中正纯粹精，则用亦刚健中正纯粹精矣。”此处“全体全用”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对“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发挥。

    此外，《周易禅解》中也蕴涵了程朱理学“无极太极”的思想，主要是跟“易即易理”说结合在一起。由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易佛相通的理论问题，笔者已另撰文章，所以此处就不再具体论述。根据以上的分析表明，智旭在《周易禅解》中主要是借助程朱理学的思想来贯通“易”与“理”的关系，从而为其彻底打通易佛关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扬弃陆王体悟天理之心

智旭从小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他二十岁那年“大悟孔、颜心法”（《灵峰宗论》卷首《八不道人传》）之后，尤其注重以“心法”来看待万事万物。出家之后，他的思想完全转向佛教的“万法唯心”，并逐渐转向以“万法唯心”的思想来融会所有的思想。在《周易禅解》中，主要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万法唯心”。但是，为了使佛教的思想能够与《周易》互契互通，智旭既借助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又借助了陆王心学的思想，尤其是借助了理学与心学会通的理论成果。据解读发现，智旭解《易》主要是运用心学的理论成果作为沟通佛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桥梁，但是在对“心”的认识上体现的主要还是佛教的思想。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认为其所蕴涵的心学思想是对陆九渊和王阳明心学的扬弃。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根据陆王学派的思想来考察《周易禅解》的心学思想蕴涵和旨归。以下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直接援用陆王心学“心即理，理即心”的思想来界定“易理”的特性。陆王学派的思想，主要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南宋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卷十一《与李宰》二）。他进一步推论说：宇宙只是一理，而此理即在吾心之中，所以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之心即是本心，主张“发明本心”。明代王阳明继承陆氏学说，更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阳明全书》卷八《与王纯甫》），进一步以吾心之良知为天理，提倡“知行合一”、“工夫本体合一”等主张，完成了心学体系。对于这些思想，在《周易禅解》中都有所蕴涵，而且大多是在解《系辞传》中。解《系辞上传》：如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一句云：“此乃自心合于天理，故为理之所祐，岂侥幸于术数哉？”此处把“自心”与“天理”相合，即是陆王心学思想的直接运用。又如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一句云：“而天地地理所以然之故，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妄动妄静。”此处明显是以陆王心学理论为基础的发挥。从总的来看，智旭在解《系辞上传》主要是运用陆王心学的思想来阐明贯彻天地之始终的易理即自心之易理。解《系辞下传》：如解“知几其神乎”一句云：“十法界不出一心。”此处纯粹是佛家的心法，但也可看作是对陆王心学思想的扬弃。又如解“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一句云：“悟此简易险阻之理于心，故悦。知此挽回险阻，以成简易之不可草率，故其虑研。既悦其理，又研其虑，则知行合一，全体乾坤之德，遂可以定吉凶，成亹亹也。”此处的心学思想蕴涵甚为明显，既言“悟理于心”，又论“知行合一”，与陆王学派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再如解《系辞下传》最后几句说：“试观‘将叛者，其辞惭’，乃至‘失其守者，其辞屈’，可见一切吉凶祸福无不出于自心，心外更无别法。此易理所以虽至幽深，实不出于百姓日用事物之间，故亦可与能也。”此处既以陆王心学思想为基础来论“自心”乃“吉凶”之源，又从佛教“心外无法”的思想来看待“自心”之“易理”所以“幽深”之故，无疑又是扬弃了陆王的心学思想。在解《说卦传》的文中，智旭的心学思想开始以佛家为主，如其解“万物出乎震”一章云：“约观心者：一念发心为帝，一切诸心心所随之，乃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无不随现前一念之心而出入也。”此处已然没有陆王心学的影子，“心”的境界也大为不同。从智旭解说《周易》卦爻辞的心学思想而论，大部分都是佛家的“唯心论”，很少再援用陆王的思想。如解《乾·象》云“无有一事一物而不会归于即心自性也”，解《屯·象》云“约自新论经纶者：坚观此心不在过现未来，出入无时，名为经；横观此心不在内外中间，莫知其乡，名为纶也”，解《临·上六》云“了知心外无法，不于心外别求一法，故为志在内而志无咎”，解《家人》卦辞云“唯心为佛法之家”，解《蹇·象》云：“君子知一切险难境界，惟吾心自造自现，故不敢怨天尤人，但反身以修其德”，解《革·象》云“时无实法，依于色心分位假立。心无形象，依色表见……故知时惟心现，无在而无所不在”，凡此种种谈“心”之说，多与陆王学派的思想有较大的区别。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如解《中孚·初六》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皆是向一念未生前下手，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故能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处很明显是把王阳明“工夫、本体合一”的思想与佛家“一念心性”论相提并论。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周易禅解》中尽管也蕴涵一些陆王心学的思想，但主要的“心法”思想还是归趋佛家的“万法唯心”、“心外无法”。

    第二，基于理学和心学思想的支撑，智旭还对“顺理”的思想作了不少的发挥。对于“顺理”的思想，程朱学派作了不少的阐发，并提出“顺理应物”、“损人欲以复天理”（《周易程氏传》）等思想主张。陆王学派在这个问题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陆九渊所论较详：认为“此理塞宇宙，谁能逃之。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陆九渊集》卷二十一《易说》）、“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陆九渊集》卷十一《与朱济道》一）、“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盖出于老氏”（《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陆九渊对“顺理”的强调虽然没有离开程朱理学的前提，但无疑更倾向于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理解所顺之“理”，使“人心”与“天理”契合为一。从《周易禅解》中蕴涵的“顺理”思想内容来看，与陆王学派的观点比较接近，因为智旭所说的“理”更是与“心体”、“天体”契合相通的。智旭对“顺理”思想的直接发挥主要体现在解《系辞上传》中：如解“系辞焉而明吉凶”云：“顺理者吉，逆理者凶。”此语与陆氏所言基本相同。解“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云：“是故吉凶者，即失理得理之象也。”此处引“理”作解，痕迹明显。解“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云：“所趋之理即吉道也，自非全体合理，决不能有吉无凶。”此处是对“顺理”思想的合理发挥。解“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云：“易理不可恶。”此处把“易理”也融进“顺理”之中。解“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云：“易有吉凶定判，所以明断合理之当为，而悖理之不可为也。”此处仍是以“顺理”的思想来发挥传文义理。解“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云：“夫天无私情，所助者不过顺理而已；人亦无私好，所助者不过信自心本具之易理而已。”此处的“天无私情”、“人无私好”很明显是对陆氏言论的再发挥，意思非常接近。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情况来看，《周易禅解》中蕴涵的陆王心学思想虽然份量不多，但对整个解《易》思想理论的建构却是至关重要的。智旭既借助陆王心学来阐释“易理”的心学内涵，又以佛家心性理论来阐发其心学的旨归，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了儒家的心学，从而使其兼融的思想体系仍保持佛学的本色，而映射出独特的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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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旭在《周易禅解》卷七解《既济》卦辞时还着重指出：“然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乃万古之正理。”可见他对此理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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